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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哲学是儒家学者从哲学视域表达和阐发文化问题的思想体系。本文认

为，儒家文化哲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礼崩乐坏”的历史文化危机和社会价值

断裂，是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是其产生的哲学认

识前提，文化的范畴化和“天人合一”与“中庸”文化方法论的提出则是其诞生的基

本标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学便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哲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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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1]，中国儒学则是公元前5世纪便出现的一种

理论形态。用充满现代性的文化哲学理论来解读古老的中国儒学理论，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

试，它旨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一种全新的诠释方式和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这一努

力对儒学现代性的发掘有着深远的意义。然而，中国儒学与文化哲学之间有没有内在的、本

质的关联，二者是否存在着对话的可能性，或者说儒家文化哲学何以可能，这是我们深入这

一课题前必须面对的前提性追问。 

儒家文化哲学，顾名思义，是指我国儒家学派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中国儒家学者从哲学的视

域表达和阐发文化问题的综合思想体系，是他们对文化与人性、文化与生命、文化与社会、

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理想、文化与人格等问题进行哲学运思的理论结晶。然而，儒家文化哲

学是否可能？儒家文化哲学何以可能呢？面对这个康德式的追问，我们还是用康德式的分析

来解答，它实质上就是解答儒家文化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与西方文化哲学相对应，儒家

文化哲学的存在和产生也有其社会历史前提、哲学认识前提和学科建设的逻辑前提，这三者

构成了儒家文化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依据[2]。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学便表现为一种潜

在的文化哲学形态。 

 

“礼崩乐坏”与价值断裂 

 

“礼崩乐坏”的历史文化危机和社会价值断裂，是儒家文化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文化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开始进入哲学视野的时

候，文化哲学便诞生了。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

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理性

的负作用充分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精神状态

的严重颓废和衰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可以说，正是社会历史发展本身，

促使西方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精力集中到文化问题上来，注意探讨文化的本质，提出文



化反省的要求。于是， 

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因此，西方文化哲学产生的实质在于，重新检视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

义的对立与危机，注重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整合，积极开拓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把文

化问题直接摆到了哲学的面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与剧烈的社会转型相对应，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文

化也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革，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失范和价值失范的局面。在变革

中，夏商以来逐渐形成、至于西周而臻于鼎盛的宗法等级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周之子

孙日失其序。”[1](P75) 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结构松动，个人社会地位也急剧升降，灸手

可热的贵族、封君，往往一下子落入社会底层，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

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1]（P1519-1520）的戏剧

性变化。 

在社稷易主、君臣易位的动荡岁月，传统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动摇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

础，春秋时代出现严重的社会价值断裂。公羊家断言春秋有“七缺”：“七缺者，惠公妃匹

不正，隐、恒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为妇之道缺也；大夫无罪而致戮，

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杀其

世子痤，残虐枉杀其子，是为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固，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巳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尝，僖三十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礼缺，是为七缺也矣。”

[2]（P2195）与“七缺”相对应，当时人曾把这种道德的沦丧概括为“六逆”：“贱妨贵，

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 [1](P32)针对这种局面，孔

子提出“正名”的口号，主张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恢复“君义、

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道德原则，克服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

象子的违礼僭越现象。 

其实，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价值的断裂，归根到底就传统礼乐文化的危机，还是太史公说得

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

以，皆失其本已。”[3]（P3297）所谓“失其本”，就是丧失了礼乐文化之根本，丧失了礼

乐文化存在的内在依据，礼成为徒有形式的虚文，这才是礼乐文化失落的根本原因。正是

“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危机向哲人们凸显了文化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凸显了重建礼

乐文化秩序的时代主题。于是，如何重建礼乐文化秩序，消解传统礼乐文化与现实社会价值

之间的对立，追问并解答“礼之本”即文化的本质，以恢复“天下有道”的文化格局便成为

时代的根本问题。在那个“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 [1](P1389)的学术分裂时代，儒家开

创者——孔子提出了他的“仁道”原则，并以此作为“礼之本”，他声称：“人而不仁，而

礼何？人而不仁，而乐何？”[4]（P142）并要求克制自己，使言语和行动都合于礼，这就

是仁的实现。[4]（P821）孔子以重建礼乐文化秩序，恢复周礼文化为一生的职志，正是通

过对春秋时代文化问题的根本解答，孔子创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融文化本质论、文化生命

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于一炉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5]（P6-10） 

尽管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在新的价值标准尚未确立之前，春秋时代仍然是“以

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6](P40)虽然历经多年的变乱，导源于西周的“尚礼”风气在春秋

时代依然如故，当时的士大夫“觇国之兴衰以礼，决军之胜败以礼，定人之吉凶以礼，聘问



则预求其礼，会朝则宿戒其礼，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其不能者，则以为病而讲学焉”，

“故所持之见解，所发之议论，均以礼为最要之事也。” [7](P204-206)可见，“礼”仍是

春秋文化的核心，它遍及人文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国历史由春秋步入战国，社会风气又为

之一变，春秋时期开始衰落的礼乐文化进一步走向没落，顾亭林如此描述这种变化：“如春

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

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

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波助澜者也，不待始皇

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8](P467) 

战国时期，如果说日益加剧的文化危机和价值失落进一步凸现出了文化的时代主题，那么，

在社会阶级结构的流动性上，“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看来就更加重要和明显了。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了。” 

[9](P6)文化的因素进一步加快了传统世袭社会的解体，文化问题已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话

题。 

在思想文化领域，诸子蜂起，百家异说，各家各派迥异的文化理想和价值标准进一步加剧了

人们价值选择的困境。为了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期儒家的后继者不得不站出

来，孟子“距杨墨”，荀子“非十二子”都不过是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捍卫儒家的文化立

场，文化问题（尤其是礼乐文化问题）始终是儒家哲学关注的中心。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

们认为，面对传统礼乐文化的失落，面对传统价值与时代价值的矛盾和对立，如何重建新的

文化秩序，反思并重构“礼之本”，积极开拓出礼乐文化的时代意蕴，是先秦儒家文化哲学

的根本任务。在对这些文化问题的哲学解答中，儒家文化哲学诞生了。 

 

 “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 

 

“轴心期（Axial Period ）”中国“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是儒家

文化哲学产生的哲学认识前提。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与“哲学危机”是西方文化哲学产生的哲学前提。18世纪，欧

洲启蒙运动对封建神权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从哲学中赶走了神学，从而使人们不再借助上

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类历史，这就为文化哲学的产生提供了

哲学认识论根据。19世纪，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文化哲学的形成提

供了大量的经过科学论证的素材，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导向性的启迪。西方文化哲

学的真正诞生发生在20世纪。西方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当代人的科技主义世界图景和科技主

义的生活方式及其带来的人的“无意义”，实际上是一场大难临头的文化危机，其总根源就

在于哲学为人们的生活指错了路径，所以也就是一场必然导致传统哲学终结并向现代哲学转

型的“哲学危机”。因而，“当代哲学家不应拘泥于西方传统的哲学园地中耕耘的习惯，而

应冲破篱笆到多彩的文化世界中来为哲学寻找新的立足点和新的内容。哲学应该面对整个人

类文化，或曰，它本身就应该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了文化哲学这个

概念”。 [10](P7)可以说，西方文化哲学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西方哲学和文化发展的



必然。 

与西方不同的是，儒家文化哲学的诞生与“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是同步的。 

“轴心期”理论是雅斯贝斯的独创，他认为，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

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

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

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在

巴勒斯坦……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圣哲如云……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

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

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

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11](P8-9)与“轴心期”理论相类似，美国当

代社会学家帕森思指出，在公元前1000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

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

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

从来未曾有过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希腊的突破产生了自然哲学，以色列的突破清晰地突出了上帝为创造主的普遍理念，印度的

突破产生了知识阶层间的一种宗教哲学，在中国，“哲学的突破”表现得最为温和。[12](P

28-29)由于帕氏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缺乏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对中国“哲学的突破”没有提出

任何具体而确定的解说，但他的比较文化与比较哲学的视点为我们解读中国“哲学的突破”

指示了一种新的方向。我们认为，轴心时期中国“哲学的突破”产生了一种文化哲学。也就

是说，在通过对传统礼乐文化的深刻反思、对传统经典的系统化整理、对传统价值与时代价

值的调适与整合的基础上，中国先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宇宙观念、文化观念和价值秩序，形

成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完成了中国“哲学的突破”。这一“突破”的温和特质，就在于它与

传统文化价值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问题最深刻的省思与解答。所以“哲学——作为自我意识

之有组织的和科学的发展——的题材，就往往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期里人们在其中发见了特

殊困难的那些特殊问题。” [13](P4)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天道失落人道勃兴和“礼崩乐

坏”的社会现实，在天人问题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失落和文化重构唤起了中国先哲（尤其是

儒家先贤）的全部精力，文化问题成为时代哲学的基本素材。传统天道的失落改变了人们思

考问题的视角，从此，先秦儒者不再是从天（或神）而是从人的视域来思考文化与人的价值

与意义，重新思考文化的终极性与神圣性、文化的神性与人性等问题。礼乐失范的现实文化

危机则提出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文化的重构、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方向等

问题，“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对这些

文化的根本性问题的解答，先秦儒家学者提出了独具风格的文化本质论、文化发生论、文化

发展论、文化动力论、文化生命论、文化模式论、文化转型论、文化方法论，初步形成了一

个相对完备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 

文化哲学的诞生是文化与哲学之间互动的结果。早在“轴心期”“哲学的突破”时中国哲学

与文化之间便表现出某种内在的亲和性。一方面，中国哲学向文化靠拢，哲学以文化作为自

己的思考对象，以哲学理性来解析文化问题；另一方向，中国文化向哲学靠拢，以文化来规

定哲学，文化问题逐渐走进哲学的领地，中国哲学就是在哲学与文化的互动中积极寻求自身

发展的动力与命运。朱谦之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哲学的文化”。 [14](P170)通过对



中国文化历史的考察，他指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人生”。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没

有真正的科学，而只有真正的人生哲学。中国文化尊重生命的真理，以为人生值得生存，这

是一种“教养的知识”，是一种“哲学的文化”。如果说在文化向哲学的逼近中，中国文化

呈现出哲学的特质，表现为一种“哲学的文化”，那么，在哲学向文化的关切中，中国哲学

也表现出它的文化性，或为一种“文化的哲学”。尽管“文化”的概念很多，但它始终是一

个民族生活方式的表征，是人类智慧的具体运用和对象化的结果，它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

的。而哲学则纯粹是抽象的、思辨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精神超越，是对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

观念整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西方传统哲学过分关注“形而上”学，而

疏离了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一开始便呈现出文化与哲学的对峙与分离；中国传统儒家

哲学则密切关注“百姓伦常日用之道”，把哲学的视野投向了社会人生，投向了文化领域。

以先秦儒家哲学为例，先秦儒家诸子津津乐道的不是世界统一于何物的形上问题，而是在思

考礼乐征伐、修齐治平的人生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中国儒家哲学自古就是一种“文化的哲

学”。也正是在文化与哲学的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紧张和亲和中，我们可以断言，中国

儒家哲学在“轴心期”“哲学的突破”时便表现为一种“文化哲学”形态。 

 

文化的范畴化和文化方法论 

 

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据，是不同学科成立的标志和学科

建设的逻辑前提。文化哲学欲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肯定和承认两个前提：“1.文化应

是同其他学科不同的具有‘自性’的确定的客观存在；2.应根据一定的方法原则对文化范畴

作出统一的规范化的解释。” [15](P36) 因此，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西方文

化哲学和儒家文化哲学赖以成立的学科依据。 

文化哲学运思的对象（或客体）是文化，对“文化”的哲学式的理解是文化哲学赖以成立的

首要条件。文化哲学的诞生标志就是“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的

范畴领域。 

在西方，“文化”进入哲学的视野并成为一个哲学范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文

化”一词源于拉丁语cultura，本义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和动植物的培育，后来才逐渐演变为

培养、教育、发展、尊重、信仰等含义。到了19世纪的文化才开始取得它的现代意义。20世

纪，文化才真正进入哲学的视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化视为人类的无意

识结构，这是对文化认识的深化。它标志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由具体走向抽象，由经验论开

始走向文化哲学，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文化的主体性重视不够。符号—文化学派的文化理

论继续朝着文化的本质开拓。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用象征符号来解释人和文化的

本质、基础，他声称：“人的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是属人的行为。符号就是人性之全

体。” [16](P22)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进一步把文化的功能规定为符号，认为人类文化形式

都是符号形式，人是“符号的动物”,生活在日益精密的“符号之网”中。[17](P33-34)只

有把人理解为符号的动物，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

化之路。此外，20世纪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杜尔凯姆、赫伯特、米德、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到

学者都注意到符号对于理解人和文化的重要性。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符号—文化学派对文

化的理论探索逐步逼近了文化的本质规定性。也只有当“文化”从传统思想势力、习惯和定



势下剥离、显露出来，成为哲学意识观照的客体（研究对象）时，一种自觉的文化哲学才有

可能成立。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是以动词出现的，《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是与武力相对应的“文治教化”，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文

化”相去甚远。要考察中国文化要领的发展历程，我们不能不关注一个“文”字。古汉语

中，“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眼，有纹花、纹身、文字、文献、文学、文章、文彩、文

饰、人文等到多种含义，梁昭明太子称：“文之时义远矣哉！” [18](P1)唐杨炯在《王勃

集·序》中也感叹：“大哉文之时义也。”大体上，“文”是与自然状态相对待的人为的活

动及其结果，“文”是相当于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文”最早指文身之文，《谷梁传?哀公十三年》载：“吴，夷狄之国也，断发文身，”

注：“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文”的最初含义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现象。“文”

又泛指一切纹理、花纹，与“纹”相通。许慎认为：“文，错画也；象交文。”[19](P185)

清人段玉裁注解说：“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造画

者，文之本义。……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数

象形，故谓之文”。这里透露的消息是，人身之纹，器物之文，绘画之文和文字之文都是一

种“象征”，一种“象征符号”，是圣人根据天下万物的形象及其活动的轨迹进行符号化创

造的产物，这一思想带有普遍的文化意味。《易传?系辞传》中也有圣人观象制器，观物取

象，以成八卦的记载，它意味着中国先人对文化的主体性、人为性的肯定以及对文化的本

质——文化符号化的朦胧认知。顾晓鸣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先人用具有‘纹花’本义的

‘文化’来指称文化概念，显示了先人对文化内涵的发现。……‘文’……几乎包括文化所

有层次的‘象征符号’的认知。”[20](P163)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

出。 

可见，在先秦儒家的典籍中，“文”一开始就与“纹”相通，带有“象征符号”的思维形式

和本质特征。先秦儒家文化观就是以“纹花”为本义而扩展的文化观，先秦儒家文化哲学就

是以“文”为核心对象而扩展的文化哲学体系。以“象征符号”的“文”为核心，先秦儒家

把他们的文化观扩充到自然与人文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通观，并创建了

属于他们学派的文化哲学范畴体系。 

作为人的行为方式的“文化”形态，“文”包括“服文”、“容文”、“辞文”、“德

文”、“行文”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国语》和《左传》对此有极明白的表述：“言，身

之文也”，[21](P394) “夫服，心之文也” [21](P195)，孔子也说：“言之无文，其行不

远。”[1]（P1106）《礼记》[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把“文”用人的行动系统

和道德系统联系了起来。 

“文”与“礼”也密切相关。孔子的“文之以礼乐”[4]（P969）直接把礼乐作为文化的基

本内容和表现形态。荀子也指出礼乐是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他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

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

则吉，以为神则凶也”[22]（P316），直接把“文”与“礼”等同起来。 

文化是人化，是人的生命形态的外在表征。文化与人的生命本质紧密相关，于是“文”与

“质”，“文”与“人性”的思考也是先秦儒家文化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孔子认为，“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4]（P400），率先把文化纳入生命的内涵，文化生命（文）与自然生

命（质）的相互渗透相互配合并达于一种理想适中的状态，便是生命的理想状态。孟子和荀

子则提出了文化与人性的命题。前者认为修养在于发掘先天的善心善性[4]，后者则要求改

变人性，“化性而起伪”[22]（P438），以进行文化创造。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它被解释为心的图形，李孝定云：“金文文多

从心。”杨筠如《尚书核诂》：“古文‘文’……从文从心”。这一构形形象地传导出

“文”的象征符号特点：不仅具体外在的感性形态，而且具有内在的蕴涵，是外在之文和内

在之心的统一。[23](P197-204) 因此，“文”又象征着心灵的平和、宁静、镇静和安抚。

波兰学者K·高里科斯基进一步指出，这一含义所指的是“文化上的转变”，是以社会的、

伦理的规范即“良好行为”和自我克制的规范来在精神上加以“装饰”，而这些规范则可产

生精神上的宁静和内心的平和。[24]（P48-51）“文”与“心”的结合标志着人们对文化认

识的深化，进一步凸现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和文化的主体性。“文”向人心内部推进，与

“情”（人的情感）也紧密结合在一起，荀子称“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认为礼文化最

完美的形式就是“情文俱尽” [22]（P355）。在先秦儒家那里，“文”的主体性凸显使它

又与“圣”紧密关联，圣人成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 

“文”与“道”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孔子之“道”，是指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

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最高典范。孔

子以周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声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4](P578)  

朱熹注解说：“道之显者之谓文” [25](P110)，文与道是相通的，文便是道。明代宋濂也

认为：“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26](P1568) 

总之，先秦儒家文化观就是以“纹花”为本义而扩展的文化观，先秦儒家文化哲学就是以

“文”为核心对象而扩展的文化哲学体系，它包括文与质、文与礼乐、文与道、文与心、文

与情、文与性、文与圣等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贯穿这一体系的是儒家文化哲学关于“天人

合一”和“中庸”的方法论及其基本原则。 

在《易传·贲卦·彖传》中，“文”又区分为“天文”与“人文”：“观乎天文，以察时

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一切自然现象，人文则指一切文化活动及其产品，

“文”成为贯通天人、无所不包的最为宽泛的概念，“天人合一”也成为先秦儒家文化哲学

的方法论原则。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是神圣的、完善的，是一切价值和道德的源头。在文

化上，天文是人文的范本，是人文赖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人们草创人文，必须仰观天文俯察

地理，从“天”那里得到启迪。因此，文化是沟通天人的桥梁、人类的文化创造在“天人合

一”中得以发生和完备。《左传》把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称之为“经天纬地谓之文”，这一方

法论原则在《中庸》和《易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核心理念“礼”，

荀子认为它“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22]（P249），“礼”的文化建构集中地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在文化发生论上，天与人是文化发生的本源，文化是“天

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的生命构成上，人的欲性生命与道德生命、文化生命的完成

与满足也体现了天道和人道的统一。在文化发展动力上，天命也是文化推动力的终极根源。

人的生命发展和文化创造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不仅是宇宙的完成，也

是生命的完成，更是文化的完成。 



“中庸”的方法也是儒家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礼”文化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礼不

仅体现了“天人合一”原则，也是“中庸”的具体呈现。“曷为中，礼义是也” [22]（P12

2），“礼之用，和为贵”[4]（P46），“和”也就是“中和”，它们都是要求礼的行为要

持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云：“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P529-530）乐是人格修养完成的是最后阶段和最高境界，

“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4]（P969）也表述了同一信息。如果说“礼”代表了外

在的秩序，“乐”则代表内在心灵的安顿与和谐，“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人情之所不免也。”[22]（P380），“乐从和，和从平” [21](P128)，乐与礼相辅相成，

就是以乐之“和”，补偿“礼”之“分”，《礼记·乐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乐则中

出，礼自外作”。“乐”比“礼”更能体现“中庸”的方法原则及其精神实质。“中庸”不

仅是儒家文化哲学的方法论，也是儒家文化哲学的理想境界，它贯穿于儒家文化哲学的始

终。“中庸”的含义就是“用中”，而“中”有四种基本内涵：性之中，道之中或礼之中，

时之中，量之中或度之中。作为文化哲学方法论，这四种不同的含义又表现四种方法论原

则：本体原则，中道（或中礼）原则、时中原则、适中原则。“中庸”的文化境界就是儒家

文化的理想与现实、文化的一元与多元、文化的神性与人性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也是

儒家文化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 

运用“天人合一”和“中庸”的哲学方法，以“文”为核心，早期儒家创建了一个以“文”

为核心包含象、仁、义、礼、道、质、心、性、情等在内的文化哲学范畴系统，这些理论关

涉到文化的发生、发展、动力、本质以及文化生命与文化方法论等文化哲学的根本问题，形

成了 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应当指出，这一文化哲学体系是潜在的、不自觉

的，早期儒家哲学与文化之间界限不明，二者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哲学缺乏对文化的深刻反

思与超越，早期儒家虽然提出了许多文化哲学范畴和理论，但都散见于经典文本中，期待着

我们去发掘去整理。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时髦的理论强加于古人，更不能把朦胧的萌芽状态

的进行无原则的引申或无端地夸大，但文化的本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的内在意义的发

掘，不可避免地要在另一时空或群体的文化观照中才能实现。正是在西方文化哲学理论的观

照下，我们认为，儒家文化哲学有它存在的社会历史前提、哲学认识前提和学科建设前提，

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早期儒家就已深入到文化的本质，建构了一个

相对完整的不自觉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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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这些特点可以是对象的不同，或者是知识源泉的不同，或者是知识种类的不同，

或者是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的不同兼而有之。”参见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

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本文对儒家文化

哲学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理念。 

[3]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但其中反映了先秦礼乐文化制度及其

相关思想，论文所引的关于《礼记》的内容仅作为旁证，仅仅作为对先秦儒家文化哲学思想

的补充说明。 

[4]  孟子认为“良知良能”、“仁义礼智”都是先天存在的，因而他强调“学问之道无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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